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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來，選擇到西班牙攻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數目激
增，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是自費前往。然而，在留學期間，除了
語言溝通障礙之外，還存在一系列困難等待着他們去克服。中
國留學生的到來對於西班牙大學而言意味着一筆相當可觀的收
入（非歐盟學生的註冊費是歐盟學生的四倍多），因此，為了
能夠使這個群體能夠更好地融入西班牙社會，勢必要先對他們
進行深入細緻的了解。目前西班牙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非常稀
缺，而本次調查是針對中國本科留學生展開的首次調查，意在
更好地了解這個群體的整體動機狀況並探討他們在西班牙學習
過程中的潛在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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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have chosen to attend 
Spanish universities to complete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ies. Most of these 
students are financed by their own families. These students have faced a 
series of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among which th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host country stands out. For universities, the arrival of Chinese 
students has meant higher income (the cost of tuition for non-European 
students can reach four times higher than the tuition for locals). However, 
such increase should also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favour of the integration of such students. In the absence of 
published diagnoses on the subject,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proposed as the 
first attempt to examine these students as a way to recognise their general 
motivation status and delve into the aspects that undermine the full use of their 
studies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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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0 年總共有 38,989 位中國
留學生到海外求學，而 2015 年這個數字則上升至 523,700 人

（中國國家統計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資料顯示（請參閱
Global Flow of Tertiary-Level Students），2016 年總共有 907,251
位中國留學生到海外求學，但僅有一小部分人選擇了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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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讀本科或碩士。2007 年總共有 1,200 位中國學生在西班牙
進行本科、碩士和博士學習，而在 2018-2019 學年這個數字則
上升至 2,147 位（EDUCA base）。2013 年至 2016 年間總共有
1,211 位中國留學生在西班牙本科畢業，人數位居第六，僅次
於哥倫比亞（7,306）、厄瓜多爾（6,985）、羅馬尼亞（5,941）、
摩洛哥（4,783）、意大利（2,271）（EDUCA base）。如果再加
上在西班牙進行語言學習的留學生，那麼 2018 年的西班牙中
國留學生數目高達 3,182 人。這種人數的急劇增加得益於兩國
政府之間簽訂的雙方學歷學位互認協定（請參閱 2007 年 12 月
24 日西班牙國家官方公報第 307 期，頁 53108–53110）。組織
法 6/2001 規定（請參閱 2001 年 12 月 21 日西班牙國家官方公
報），非歐盟成員國的留學生的本科註冊費是成員國的本科留
學生的四倍，碩士則為兩倍。

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大對未來的專業人才培養的投入，因
此從多角度展開研究調查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次研究主要從以
下三方面展開：（1）本科學習期間，學生的遷居過程；（2）由
本科畢業生和有意招攬人才的各大企業和機構所組成的市場的
運轉模式；（3）留學生的行為表現和心理健康狀況。第一方面
主要着重研究世界名校選擇國內外留學生的標準。這些標準不
對外國留學生和本國學生加以區分（Carrasco & Ruiz-Castillo, 
2019）。

其次，經濟學中「市場」的概念已經由來已久，在這個市
場中，畢業生、大學、機構和企業相互認識並進行交流。在
著名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和歐洲經濟計量學會中，來自不同高
校、政府機構和各界企業的代表都會對學生進行面試，並錄取
最佳候選人。

協力廠商面的研究涵蓋了對學生不誠信行為動機的研
究（ Cantor et al., 2017 ），壓力（ Spitzer et al., 2006 ）、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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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berger et al., 2018）、孤獨（Yeginsu et al., 2018）及其衍
生情緒（Clark, 2017）對學生的影響，其中也包括經濟成本

（Barreira et al., 2018）。研究對來自伯克利大學、哥倫比亞大
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聖地牙哥大學
和耶魯大學的 1,185 位學生進行了心理健康問卷調查。以下是
此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1）18% 的學生對被試都表現出沮喪
和焦慮，由於美國 9% 的囚犯都有類似的症狀，所以這個比例
相對而言還是比較高的；（2）在調查進行過程中，學生的焦慮
呈上升趨勢；（3）周圍競爭越是激烈，學生之間的情感紐帶就
越薄弱；（4）至少有 11% 的人在接受問卷調查前兩個星期想
過自殺，他們中有 27% 的人正在接受治療；（5）團隊合作對
於減緩學生壓力沮喪情緒沒甚麼顯著幫助；（6）具有嚴重心理
問題的人不會主動尋求幫助；（7）13% 的人在接受問卷調查前
兩個星期想過退出問卷調查研究；（8）26% 的人認為自己的所
作所為是有價值的，而 32% 的人則認為毫無價值。

目前西班牙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非常稀缺，本次調查是針對
中國本科留學生展開的首次調查，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這
個群體的整體動機狀況，並探討他們在西班牙學習過程中的潛
在阻礙。

在準備工作階段，我們首先羅列了各大學教務處負責人
的聯繫方式；其次，通過見面交流、電子郵件和電話聯繫等方
式，我們與 2018-2019 學年在西班牙攻讀本科的中國學生取得
聯繫，並邀請他們參與問卷調查。最終，我們一共獲得了 473
位同學的聯絡方法，起初有 241 位學生同意接受調查，但是許
多人在實驗過程中漸漸喪失興趣，最後只剩下 118 位被試。所
有的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是擁有中國國籍並在該國常住的居民。

學生被試主要來自於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維卡爾瓦若校
區、莫斯托雷斯和芬拉布拉達校區）、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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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學系、經濟管理學系、數學系和法律系）、馬德里自治大
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阿爾卡拉大學（歷史科學系）。鑑
於任何自我評估的固有屬性和局限，有必要進行兩種調查，一
次調查側重於對動機和所取得結果的主觀評估，另一次調查則
是更為全面的客觀評價。被試者按照所在年級的不同被分成四
個組別。此次調查研究共分為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們仔
細查閱了關於「動機」的各類文獻。第二部分主要是詳述兩種
研究方法：一是回應面分析法（RSM）和多級方法論，目的是
準確認識被試者對自我動機和個人目標實現情況的主觀評價；
二是層次分析法（AHP），用以調查中國在西留學生社會融入
狀況的評估。第三部分主要是呈現研究結果並進行總結。

一　文獻綜述

1　動機

MacCorquodale & Meehl 是第一個將動機看作是一個抽
象得難以觀察但卻不可視而不見的心理過程的人，並認為外
來因素的刺激可以加強人們的動機。近幾年人們特別關注對
動機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1）迴避；（2）接近；

（3）舒適；（4）成長。Miller（1944）認同前兩種。迴避這一
類動機往往是在遭到拒絕交流或者面臨不理想境遇的情況下產
生。Kahneman & Tversky（1979）證明，失去的痛苦是獲得這
樣東西的滿足感的兩倍，因為在獲得收益的情況下，人們會變
得更加保守；而在失去的情況下，人們更加願意冒險（Elliot, 
1999）。相反，在接近動機理論中，行為是由積極或力量的事
件引導的（Csikszentmihalyi, 1990）。舒適動機理論更加關注人
們的舒適感和價值觀，比如品味、偏好、慾望、需求和目標等

（Kashdan et al., 2008）；第四種則側重於個人的成長和獲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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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更大需求的知識和技能（Kashdan et al., 2008）。每個人的
內心中，都有一種動機佔主導地位。如果更加注重個人成長，
那麼擁有更大的抗壓能力和容忍度（Fredrickson et al., 2013）。
儘管每種動因都存在特殊的一些變數，但是疑惑和期待是它們
共同擁有的變數。

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動機有內部誘因和外部誘因。內
部誘因是指學生自身的興趣、由學習產生的滿足感（White, 
1959）、尋求知識的過程、獲得技能（Berlyne, 1960）、自我實
現和助人之間的深層次聯繫，即使是在沒有獎勵機制的情況
下（Berlyne, 1960）。相反，外部誘因則需要在努力和結果之
間建立一種聯繫，比如物質或社會獎勵。這樣一來，與學習
自身相比，個體滿足感更多地和外界獎勵聯繫在一起（Latham 
& Pinder, 2005）。不論是內部誘因還是外部誘因，在以下幾
種情況下，個體動機都可能會缺失（Yadav & BaniAta, 2013, 
Berumen et al., 2016）：（1）無法在日常行為和達成目標之間建
立聯繫；（2）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負面評價；（3）沒有足夠的能
力來完成一項任務；（4）制定的目標過於不切實際。

2　結果

在各行各業的工作中，動機、業績和結果之間都存在着內
在聯繫（Yadav & BaniAta, 2013）。工作滿意度會直接影響員工
的動力，並會間接影響機構的整體運行能力。工作滿意度在於
個人對於所完成的工作的幸福感或滿意程度（Spector, 1997），
但是也與其背後的一些因素相關（Silverthorne, 2004），比如論
調、輪班、工作量、工作拖延、工作責任感、工作能力（Chen 
et al., 2006）和心理焦慮（Griffin & Moorhead, 2014）。

關於動機、滿意度和結果之間關係的研究的文獻正在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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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為了有個大概的了解，請看 Munir，2011）。毫無疑問，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1943）是一部關鍵性著作，之後又在
這一領域出現了一系列的理論，其中比較突出的有：（1）公平
理論（Adams, 1965）；（2）雙因素理論（Herzberg, 1968）；（3）
弗魯姆理論（1964）和其後期的理論完善（Porter & Lawler, 
1968）；（4）差異論（Locke, 1969）；（5）ERG 理論（Alderfer, 
1969）；（6）工作特徵模型（Adams, 1965）；（7）情感等級

（Locke, 1976）；（8）班杜拉理論（1977）；（9）對抗理論（Landy, 
1978）；（10）有機融合理論（OIT– Deci & Ryan, 1985）；（11）
人與環境理論（Caplan, 1987）；（12）成就動機論（McClelland, 
1988）。

二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階段：（1）與學生取得聯繫並根據四次
調查所得結果建立資料庫；（2）在回應面分析法（RSM）和多
級方法論基礎上建立模型，其目的是得到學生對自我動機和執
行能力的精準評價；（3）用層級分析法（AHP）進行研究，並
對職業、經濟和社會動因進行重要性分類；（4）處理分析資料
並得出結論。

1　回應面分析法（RSM）和多級方法論

調查物件共參與了四次實驗，每次實驗裏學生都需要選出
最符合自己主觀評價的選項（請看附錄 I）：（1）總體評價，選
項有：（ i）非常低；（ ii）低；（ iii）高；（ iv）非常高。（2）關
於所取得的成就，選項有：（i）完全不滿意；（ii）有點不滿意；

（ iii）非常滿意；（ iv）完全滿意。
西班牙大學新學年從 9 月的第一個星期開始。從 9 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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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們完成了實驗被試的選擇。在 2018 年
10 月的第四週我們展開了第一次問卷調查，總共有 211 名學
生參加。這時候被試者已經克服了開學的一系列負面情緒（這
對於大一學生來說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次問卷調查是在 12 月
的第二週，這次共有 162 人參加；第三次是在 2019 年 2 月的
第四週，總共有 127 名被試者參與；最後一次問卷調查是在 4
月的第三週，共有 98 名學生參加。我們事後還進行了一些問
卷調查。

鑑於回應面分析法非常適合分析學生對動機的主觀評價
（Shanock et al., 2010），於是我們用四次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建
立了一個模型。在社會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中，響應曲面
法對連續設計實驗特別有用，因為它側重於找出最能描述每個
回應值的單因素值。響應曲面法可以由如下二級多項式表示

（Shanock et al., 2010）：

其中（1）　　　　　　　　　　　　　　　（括弧裏的數
字代表實驗的序列，括弧外的數字代表實驗被試的數量，在最
後的操作過程中，只對參加了四次的被試者進行分析，也就是
說只對 118 名學生進行分析）；（2）MP 代表積極動因，而 MN
則代表消極動因；（3）Z 是結果的平均數，　 是交點，　  是交
點，是積極評價，　　表示消極評價；在 MP 和 MN 具有非線
性相關性的情況下，響應曲線顯示出雙向趨勢：上升趨勢（　 
或或　 表示積極動因表示積極動因）和下降趨勢（　 或或　 
表示消極動因表示消極動因）。此外，在 MP 和 MN 具有線性
相關性的情況下（在      ）響應曲線會發生扭轉。根據響應曲
面法模型，交線的計算為　　　 ，因為是 MP 和 MN 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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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經過混合線性模型（PROX MIXED）進行檢驗（Littell 
et al., 1996; Federer & Wolfinger, 1998）。

每次問卷調查的資料處理結果都是通過多維模型計算，計
算方式如下（Verbeke & Molenberghs, 2000）:

 

其中，　　是被試者在填寫調查問卷時對其動機的主觀評
價，i 代表了被試者，         和和        表示四次調查問卷中被試
表示四次調查問卷中被試者所給出的消極動機或者積極動機。

　表示被試者給出的主觀評價的剩餘變數。根據         和                                               

　　對被試者的調查響應曲面進行控制預測，它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由下式表示：

2　層次分析模型 AHP

雖然最終建立層次分析過程的人是 Saaty（1980; 1986），
但是西蒙（Simon）的開創性著作（1947、1955、1957）是卡
爾（1970）和卡納曼、特維爾斯基（1979）建立層次分析過程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的基礎。AHP 是一種用於
分析決策和偏好的集成定量分析法。特別適用於以下情況：

（1）分級解構研究物件的標準和（或）屬性（Fishburn,1990），
和（2）了解它們如何相互影響以及對整體的影響（Makowski, 
Piotrowski & Sladkowski, 2015）。多屬性決策（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使強度等級或預先方案矩陣化成為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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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找到理想的強度等級或替代方法（Barneva, Brimkov & 
Walters, 2017）。

當研究需要進行大於米勒數（1956 年）的相對比較時，
AHP 允許利用一個小於米勒數的數將這些相對比較進行分組來
建立評級。利用所有被試者的問卷調查結果建立一個資料庫，
並利用這個資料庫建立一個基於多屬性決策的理論決定矩陣。
該矩陣可以對優先順序進行分層組織（ Gregov & Abu Bakar,
2015），例如：       　　　　　　  ，此外，                   　（因此強
度等級或替代　 　拋出    ）。

層級分析法允許根據所研究的每個標準中的偏好或概
率，將所有的資料結論都分配一個數值（ Churchland, Kiani 
& Shadlen, 2008 ）。決策矩陣可以使得：（ 1 ）為每個方格分
配一個值；（ 2 ）在選項之間進行配對比較，並且（ 3 ）把這些
方案從最佳（或最期望）到最差（或最不期望）排列。因此，
　　是一個矩陣，其中　　是　與　的相對重要性的主觀度
量，因此　是　個選項的成對比較矩陣，從中可以推斷出矩
陣數之間具有相互性和一致性。個選項的成對比較矩陣，從
中可以推斷出矩陣數之間具有相互性和一致性。在此過程中：

（1）將配對比較矩陣的每一列的值相加（Kulakowski, 2015）；（2）
將矩陣的每個數除以其列的總和（Ennaceur, Elouedi & Lefevre, 
2016），並且（3）計算每行數的平均值（Mu & Pereyra-Rojas, 
2016）。

由於矩陣 A 種所有的數均為正數，可以獲得下列性質：
（1）互惠性，對於所有  如果 A 是成對比較矩陣的
陣列，則滿足以下規律：   ，以及（2）一致性，對於
所有的  ，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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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將成對的比較矩陣的每一列的值相加：

下一步是將每個數除以其相應列的總數：

最後，為了找到每條優先行的平均值，計算了列向量：

其中包含行的平均值，從而得出選項的優先順序向量：

此時，下一步是找到強度標度優先順序的向量，可以通過
構建選項優先順序矩陣來實現（根據選項等級，使得矩陣與矩
陣的優先順序向量相乘）。為了確認結果的可靠性，研究了成
對選項之間的一致性程度，由此得出以下結論：（1）偏好的傳
遞性；（2）選項之間的比例偏好的相稱性。因此，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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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並且            ，因此：

當用　　　　　乘以該行的數時乘以該行的數時，得到：
　　　　　　　　　　　　　　　　　　　　　　　　　
這樣就得到了精確的矩陣（ A ），而另一個矩陣　    則出
現了誤差。完成上述所有操作後，就可以計算出　   的
一致性指數　  和隨機      或　     的一致性，即      

（Berumen & Llamazares Redondo, 2007; Llamazares Redondo & 
Berumen, 2011）。

三　研究結果

主客觀之間存在界限，而這個界限又帶有主觀性。「主體
性」（內部）和「客觀性」（外部）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都存在恆
久的辯證關係。第一個趨向於可變且不可預測，而第二個趨向
於僵化和規範。因此，為了評估中國大學生的動機，有必要
採用兩種類型的測量方法：通過四次問卷調查獲得的結果，借
助 RSM 模型，有可能認識到動機的主觀評估和結果，並借助
AHP 模型，對中國留學生融入馬德里的狀況進行客觀評估。
通過減少所有問題中的回答選項，可以避免引起通常所說的

「卡姆悖論」（ Iyengar & Lepper, 2000），它可以防止資料分散並
允許構建相應一致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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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馬德里就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個人資料

以下是參與研究調查的被試者的個人資料。從圖 1 可以
看出，男女之間差別不是很大，被試者年齡大多在 18 至 20 歲
之間，而 24 歲以上的人則佔總數的五分之一。

中國的高考相當於西班牙的 Selectivida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根據所在自治區的不同，也被稱為 EvAU，
EBAU 或 PAU）。每年大約有 950 萬名學生參加高考，只有取
得高分才能進入最好的大學，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清華大學，
該大學僅招收 3,000 名新生（根據 2019 年 7 月的世界大學學術
排名〔2019.2.2 版〕世界排名第 33 位，前 100 名中的北京大學
排在第 57 位，上海交通大學和浙江大學分別排在第 82 位和
第 83 位。在前 1000 名中有 101 所中國大學，請參閱：https://
www.webometrics.info/en）。為了激發學生的積極性，有必要了
解他們對自己高考成績的評價。圖 2 顯示，「非常差」（15.18%）
和「差」（43.23%）的總和是 58.41%，而只有 2.39% 的人本來
能夠入讀中國的一所好大學。78.36% 的人表示他們的首選是
在中國國內進行本科學習。

圖 1　馬德里中國本科留學生資料

來源：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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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圖 3 表明，西班牙大學不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
首選（86.41% 如此表示），而且學費資助方式也很多樣化。大
部分的學生（87.27%）主要依靠父母資助進行學習，而只有
4.36% 的學生獲得國家獎學金。由此可以推斷出這些人屬於中
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可能是注重高品質教育
培訓的中型企業家。

圖 2　馬德里中國本科留學生的高考成績和對在中國攻讀本科的偏好

來源：自製

圖 3　西班牙是否為出國留學的首選和留學資助方式

來源：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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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於 RSM 和多級方法論的模型結果

在類似於這樣的調查中，必須假設人們（和組織）傾向
於拒絕承認因自己錯誤決策所導致的失敗（Moser, Schroder & 
Heeter, 2011）。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情合理的，因為這種失敗通
常伴隨着痛苦和挫敗感（Kupor et al., 2018）。雖然從另一個角
度看，這些經歷都是有益的生活經驗。通過收集不同組合的
資料，我們嘗試記錄整個 2018-2019 學年裏學生個人動機的主
觀演變過程。為了避免被試者產生「防禦性偏見」，問題 A 評
估了每個參與者感知其動機水準的能力。答案選項僅限於「非
常低」、「低」、「高」和「非常高」；也就是說，在負動機（MN ）
範圍內有兩個強度不同的變數，在正動機（MP ）範圍內也有
兩個。B 是補充問題，意在測試被試者對目前成績的主觀評
估，回答選項為「完全不滿意」、「有些滿意」、「非常滿意」和

「完全滿意」；同樣，在負動機（MN ）和正動機（MP ）範圍內
各存在兩個強度不同的變數。

附錄 1 的表格展示了實驗的大致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動機與結果之間有着密切的相關性（                                     ），
其中），其中                。此外，MP 和 MN 之間一直都存在相關性，
但是不能忽視的一點是：與動機相比，結果與 MP 和 MN 之
間的相關性更大（                                    ）。在這次調查研究
中，      都介於 0.23 和 0.46 之間，這表明結果與動機之間存在
細微到中等的差異（在附錄 2 的表格中，表明在該步驟中用了

（           ）95% 偏差校正）。因此，動機與 MP 和 MN 的結果存
在較大差異，這表明動機與幸福感以及與諸如口味、偏好、慾
望、需求和目標之類的價值觀更相關，這證實了德迪娜（1984）
研究的結果，而結果與個人成長和知識獲取（Ryan & Deci, 
2001）更為相關，其中包括經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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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這兩種情況下，結論都可以歸因於認知判斷（絕對
不可避免的問題），但總體結果顯然是積極的，因為在動機和
結果調查中，正面動機都處於主導地位。因此，與動機相比，
差異和結果的關聯更加密切，相反，感覺上，結果與動機之間
存在更大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在這四次測試中，學生總體上
都有很足的動力，並對取得的成績感到滿意。

3　基於 AHP 模型的結果

我們在 AHP 模型的基礎上根據被試者所給出的客觀結果
來製作了一個排名表。為了解被試者對自己融入西班牙社會的
批判性評估，我們制定了一份包含 10 個問題的中文問卷。圖
4 表明了他們對所在地馬德里的高度評價，這與他們對西班牙
的評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不同年級的被試者對周圍環境
和住所的評價都是相似的。

圖 4　對國家、城市、社區和住家的評價

來源：自製

圖 5 顯示了與大學相關的變數的實驗結果。不同年級
的被試者對所獲取的知識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第一年達到
58%）。其次，所有的學生都覺得所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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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正比，這可以從圖 7 中的變數「挫折」和圖 8 中的中斷實
驗的被試人數中得到了證實。從第二學年開始，學生對老師們
的評價開始大幅降低。最後，在整個本科學習過程中，他們對
同學的評價很差。這是由於被試者沒有很好地融入西班牙社會
所導致的結果。

圖 5　對學校不同要素的評價

來源：自製

最初，中國學生與其西班牙本地學生之間存在溝通問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決定保留與建立友誼和工作紐帶有關的問
題（圖 6）。這些結果表明中國學生和西班牙學生之間的友誼紐
帶會阻礙中國學生融入西班牙社會。這從長遠來看，是不利於
未來西班牙和中國在學術、技術和企業領域的合作的。

問題 4 和問題 5 是相互關聯的，都意在了解被試者的總
體心態以及在馬德里學習期間所面臨的不同類型的困難的權重

（圖 7）。第一部分是對「對未知的恐懼」、「懷舊」（包括遠離家
庭）和「由於結果與努力不一致而感到沮喪」的評價；在第二
部分中，他們被問及最為困難的一些問題：語言，西班牙文化
和自我的羞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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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年中，「對未知的恐懼」達到 52%，但到了高年級
之後，這種恐懼自然就會慢慢減少。甚至在第四年中降低到了
2%。關於「懷舊」，這一比例從第一年的 27% 下降到第四年的
5%，這反映了被試者遠離家鄉獨自生活時的成熟過程。同樣
令人震驚的是「由於結果與努力不一致而感到沮喪」，隨着時
間的流逝，該指標不斷增加，從 21% 到第四年上升到 93%。
該指標很重要，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失敗；努力與結果
不成正比是使學生積極性受挫的主要因素。

圖 6　在西班牙友誼、工作關係建立情況

來源：自製

圖 7　總體情緒狀態和困難評分

來源：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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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問題 5）中，在大多數關於外國人融入過程
的調查中提出了共同變數，並在中國傳媒大學姬德強教授的建
議下我們決定增加「自我羞愧」，因為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
一個鮮明特徵。結果表明，在本科前兩年中，他們認為對「語
言」的掌握不足是其面臨的最大逆境。而在第三和第四年中，
該指標雖然降低了，但仍然很高，並且從第三至第四的差異很
小，這表明被試者不精通西班牙語。

西班牙是一個地中海國家，其文化比北歐國家更為開放，
因此與謹慎穩重的亞洲國家存在很大區別。他們在與外國人相
處時往往會顯得有些刻板。結果表明，隨着時間的流逝，學
生們的文化衝突感與日俱增。在第一年的學生中，該指標顯
示 6%，但在第四年達到 54%；這意味着他們拒絕接受西班牙
文化，這與圖 6 所示的友誼關係建設中記錄的不良結果有關。
但是，在最後一節中，關於「我的害羞」一項，比例卻從第一
學年的 17% 減到第四學年的 5%，感到害羞的學生人數明顯減
少，是很好的結果。

成績可能不是衡量馬德里中國本科留學生融合程度的最佳
指標，但卻不能不將其考慮在內。在第 6 題（圖 8）中，學生
們被要求說出目前掛科的數目（即直到他們提交了 2018-2019
學年第二學期的考試之前，為了避免實驗資料出現誤差，所以
沒有要求大一的學生回答該問題）。

圖 8　掛科數目

來源：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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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實驗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隨着學習的不斷深入，每
門課程的第一次就通過考試的人數都在減少。掛科數目不斷增
加，在第四學年這個比例則上升至 27%，這意味着大多數學生
都無法像預計般在第四年如期畢業。

接下來，通過問題 7 我們想了解，為甚麼雖然西班牙大學
不是中國本科留學生的首選（請參見圖 3），但最終卻有很多人
來到了這裏。圖 9 顯示了受訪者對西班牙大學的有限評估（第
二年的最高分數為 15%）。受訪者之所以選擇西班牙大學和其
學費價格的相關性不大。相反，在圖 9 中，受訪者對兩國學位
認證機制（可以參考引言中的描述）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
受訪者也認可了西班牙語在西班牙，以至在整個拉丁美洲、
非洲、美國和加拿大的實用性（根據賽凡提斯學院的統計，
到 2017 年，全世界有 5.72 億西班牙語使用者，參見網站上訪
問，www.cervantes.es）。同樣重要的是，要理解「為甚麼我不
被美國或英國的大學錄取？」這個問題的結果，而且其範圍從
第一年的 14% 至第四年的 29% 不等。在這項研究結束之前，

圖 9　選擇在西班牙 /馬德里攻讀本科的原因

來源：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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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關於美國和英國中國學生概況的資料（有關該主題的第一
份專門檔是《美國中國學生備忘錄》，於 1934 年至 1939 年間
出版，由美國理事會太平洋關係研究所提供）。

圖 10 集中回答了問題 8 的答案，該問題是與清華大學
（中國最好的大學）相比的研究評估，根據 2019 年 7 月的世界
大學學術排名（2019 年 2 月 2 日），它在世界排名第 33 位。通
常，在所有情況下，讚賞的回應──「高」和「很高」的結果都
非常少。另一方面，在「較低」和「非常低」之間，則超過所有
課程總和的一半。雖然來馬德里就讀的中國留學生能在外語環
境中學習，有口語和寫作上的優勢，但是圖表反映了相比在西
班牙畢業的大學生，清華大學畢業生獲得的就業機會可能會更
多。

圖 10　與清華大學學歷對比，西班牙學歷的價值評估

來源：自製

在問題 9 中，被試者被問到在西班牙完成大學學習後是否
會留在這裏。從資料分佈可以看出，大部分人並不會選擇留在
西班牙工作或定居。但是他們在馬德里居住的時間越長，排斥
的程度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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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0 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問題中，我們想知道被試者在
西班牙生活期間是否受到過歧視。

圖 11　本科結束後是否願意繼續留在西班牙

來源：自製

圖 12　在西班牙是否受到過歧視

來源：自製

資料顯示大部分人都受到歧視，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沒有類
似的經歷。在這個問題中，被試者所給出的答案值得我們進行
深入研究，但是由於時間有限，我們無法在本次調查中實現。
這是衡量學生社會融入率的一個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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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這是對在馬德里攻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的長處和不足、以
及在整個課程期間的評價演變過程的第一次調查研究。雖然他
們在正式開始本科課程前一年就來到了馬德里，但在適應環境
和學習西班牙語及其文化方面投入的時間和物資並未取得預期
的效果，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方法。本次調查實驗資料顯示，
外語水準不足對中國留學生來說是一個阻礙，並會在之後的本
科學習中日益加劇。因為一旦開始本科學習，老師便會把他們
當成普通學生一樣對待，不會給予特殊的幫助和照顧。

實驗結果是令人驚訝的，中國本科留學生的動機與幸福感
以及與諸如品味、偏好、慾望、需求和目標等價值觀更相關，
而成就與個人成長更相關，包括知識獲取和物質福祉。就是
說：（1）在所有課程中，MP 都佔主導地位（實際上，MN 並
不重要）；（2）學生的動機來源更多的是自己本身，而非已經
取得的成績；（3）在主觀評估方面，學生第一年和第四年的動
力更足，而第三年動力則稍顯不足，在第二學年是最缺乏動力
的。

但是這些資料還不足以全面評價中國留學生在馬德里的社
會融入狀況。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對社會融入的客觀評估。
儘管第二次調查結果表明學生在大四的時候開始融入西班牙社
會（即在西班牙居住至少五年後），但是這個融入的過程並不
是一帆風順。

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學生的學業成績很差，掛科率很
高。實際上，到了大四，只有 4% 的學生從來沒有掛過科，
而 27% 的學生已經掛了五門以上的課程。除了學業上的挫折
外，鑑於中國留學生學費比西班牙學生和歐盟國家高出四倍，
所以還必須考慮學生家庭蒙受的經濟損失。因此，除了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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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外，他們在西班牙都停留了五年以上（一年適應期加上四
年本科，其中有三位學生在西班牙超過八年，但是還有包括畢
業論文等未通過的課程）。

除了學業上的不順之外，這些學生也未能與西班牙同學建
立友誼紐帶（反之亦然），這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仍然把自己
鎖在華人圈子裏，這不利於他們融入西班牙社會。雖然中國學
生的穿著打扮與西班牙人相似，這兩個群體有着相似的消費習
慣，使用相同科技產品，遵守相近的行為準則，並且在同一個
院系中完成學業，但是他們之間卻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語言障
礙固然是關鍵，例如雙方都缺少翻譯員，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
因。（一群中國學生認為，這與語言障礙無關。而是因為西班
牙人對東方文化不感興趣，尤其是中國。儘管這不能完全反映
現實，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屬實的。）

不同年級的西班牙和中國學生的不融合，對雙方的未來而
言都是巨大的損失。許多中國留學生畢業後都不願意想方設法
留在西班牙，這反映了兩國學生之間建立的薄弱的情感和文化
聯繫。

但使人感到欣慰的，可能是他們對本科所學知識的高度評
價（儘管自相矛盾的是，他們對教師的評價則沒有那麼高）。
他們返回中國後，除了獲得的豐富知識外，還將擁有歐洲大學
頒發的學位證書（與中國大學頒發的學位具有相同的效力）；可
以預見，除了清華等名校的學生外，這將使他們比留在國內就
讀本科的大部分學生更具優勢。相反，最不利的問題是他們對
歧視的看法。

最後，正如之前曾提到的，對中國而言，這是對未來專
業人員的培訓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也是維持其發展的首要任
務。為了不浪費家庭和國家公共資源在留學生上的投入，我們
應當了解影響在西班牙的中國留學生學習的所有積極和消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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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根據上面顯示的結果，不應認為所有學生都具有完全的確
定性，因為他們不是自動機。總是存在軟弱、懷疑和波動的期
望，就像在任何決心和人為干預的活動中一樣。

因此，有必要繼續對此問題進行調查。在不久的將來，
這項研究將繼續進行新的階段，例如在西班牙的中國學生的心
理健康，目的是了解危險因素，以便及時發現可能的問題並找
到預防措施。

附錄

動機對結果的影響 結果對動機的影響

偏差 一致性 偏差 一致性

問卷調查

1 .76** (-.19;  -.09) .19** (-.25,  -.13) -.11* (-.60;  -.40) .36** (-.29,  -.12)

2 .74** (-.31;  -.23) .17** (-.24,  -.14 -.01 (-.71;  -.58) .19** (-.31,  -.19)

3 .75** (-.39;  -.26) .13** (-.26,  -.10) .14** (-.76;  -.55) .21** (-.30,  -.09)

4 .67** (-.37;  -.23) .02 (-.24,  -.09) -.06 (-.82;  -.56) .27** (-.22,  -.04)

2.動機與結果之間的相互關係

註：*p<0.10     **p<0.05
來源：自製

1.描述資料

動機 結果 正面動機 負面動機

問卷調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偏差標準 平均數 標準偏差

1 57,56 19,26 58,28 19,94 52,84 19,64 40,65 20,13

2 59,65 20,83 59,17 21,10 45,85 21,50 28,81 21,58

3 59,96 21,19 59,09 21,78 56,57 18,99 38,36 18,02

4 60,92 21,03 58,99 22,13 52,47 23,22 32,40 21,20

來源：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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